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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参与、学校融入

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

—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 柳建坤　何晓斌　贺光烨　张云亮

摘 要：本文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vs.农民工随

迁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vs.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人

际关系理论，提出了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两个解释机制，并通过对2013—2014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获得了以下研究发现：（1）农村留守儿童、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形态；（2）

三种父母参与形式（行为、情感和认知）都可以有效解释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

工随迁子女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3）学校融入程度低则是导致农民工随迁子

女的心理健康低于市民子女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父母监护与构建同校人际

关系网络对于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父母参与；学校融入；心理健康；留守儿童；随迁子女

一、引　言

198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的高速推进，中国劳

动力逐渐形成了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空间配置模式，并

且在迁移模式上日益呈现“人户分离”的特征。国家

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全国“人户

分离”人口为2.98亿人，占总人口的 21.78%。对于

已经组建家庭的成年农民工而言，由于在决定子女是

否流动的决策上存在差别，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内部出

现了留守与随迁的分化。但由于农民工对流动成本的

支付能力较弱，以及对户籍制度带来的各种限制的考

虑，因而将子女留在农村成为大多数家长的选择。作

为中国下一代人口的主要构成，生活在城市的农村随

迁子女以及规模更庞大的农村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对

中国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在应对策略上，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针对随迁

子女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受教育权利的重大举措，

有效缓解了随迁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等实际问

题。相比之下，农村留守子女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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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包括更高的患病率［1］、消极心理明显［2］、

学业成绩差和在学率低［3］，以及出现多种不良行为

甚至是违法犯罪［4］。需要指出的是，在留守儿童所

面临的诸多风险中，心理劣势被认为是造成学业困境

和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虽然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给予

了特别关注，并且证实了留守经历会对农民工子女的

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仍有两方面需要改进的空

间：第一，多数研究是基于对特定地区的小学生进行

抽样调查的。这使我们既无法确定这些研究发现对留

守子女这一全国性现象的解释效力，也难以验证留守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于其他年龄层。第二，以

往的关于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比较研究在选择比较组

时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导致某些重要的影响机制尚未

得以揭示出来。多数文献主要是比较农村地区的留守

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来检验父母外出务工对其心理健康

的影响，但缺少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比

较分析。而且，即便能够举家迁移到城镇地区，由于

随迁儿童在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的获取、本地同辈关

系网络的发达程度等方面与本地儿童存在很大的差

距，因而在主观心理层面也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这

意味着针对随迁儿童与本地儿童的比较分析也是非常

重要的。因此，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无论其子女是

处于留守还是随迁状态，都可能受到负面心理带来的

损害，但这需要将理论框架与双方实际的生活情境有

机结合来分析各自的影响机制，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

性的数据进行验证。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初中教育阶段，

并且重点比较农村留守子女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

工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我们将

上述两组对象整合到人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从

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的视角分析两组未成年人的心

理健康差距的形成逻辑，并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CEPS）2013—2014年
度调查数据进行实证考察。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从关系论视角探究个体健康变化根源的研究者强

调，应对社会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予以重视［5］。现有

文献也证实了人际关系对减轻健康威胁甚至降低整体

死亡率具有积极作用［6］。大体来看，人际关系对个

体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的：一是关

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可以向所属成员传递信息或

资源，或者施加规范性约束［7］；二是关系网络向个

体提供物质性或情感性的社会支持［8］。其中，社会支

持机制凸显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状态对其心理健康的

影响，这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针对美国的研究

表明，高质量的人际互动可以为个体倾诉内心活动和

表达情感提供渠道，从而大幅降低居民的抑郁水平［9］。

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也取得了类似的发现。赵延东对

西部省份居民的研究发现，具有高紧密度、低异质性

以及强关系等特点的社会网络可以明显提升个体的精

神健康水平［10］。

对青少年而言，其所属的关系网络通常是由内部

的家庭网络和外部的学校网络这两部分组成。家庭是

青少年成长的第一场所，是其在发展过程中获取物质

资源和心理情感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家庭结构的完

整性以及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关系到青少年

获取社会支持的规模和质量，其心理健康水平也因此

受到影响。当亲子沟通不畅、父母关系紧张以及家庭

结构瓦解时，子女的精神压力会迅速增大，负面心理

会显露出来［11］。此外，学校是青少年开展社会活动

的主要场所，并通过与同学的互动建立外部性关系网

络，因而构成了导致其心理健康变化的另一来源。一

旦这种关系网络因友谊破裂而瓦解，或者其建立在成

员的不良行为基础上，都会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迅速下降［12］。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和学校这两种关系网络的影

响可能因青少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别，而这

在本研究所讨论的中国留守子女、随迁子女以及城市

本地子女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留守—随迁”组

中，两类子女在户籍身份、家庭经济条件以及早期的

生活方式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但是否跟随父母外出

则直接导致双方与父母的互动关系能否得到延续，这

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对于“随迁—本地”

组而言，虽然随迁子女拥有较为完整的家庭结构，但

生活空间的转换使其脱离了原有的同辈关系网络，而

在城市学校与本地子女建立交往关系的困难则很可能

成为诱发其负面心理的主要原因。由于两组青少年在

家庭关系和学校关系存在显著的不同，意味着每一组

青少年间的心理健康差距具有独特的形成逻辑。

2. 父母参与与“留守—随迁”两类儿童的心理

健康差距

核心家庭是现代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家庭成员

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亲子关系展开。在家庭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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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意义上，子女能否确立符合社会规范及价值观

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在其生

活和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处于青春期的子女对外界

信息的理解力有了很大提高，认知模式会经历剧烈的

变化过程，很容易产生抑郁、自我认知模糊、自尊心

受挫、自我效能感下降等心理问题［13］。在这一阶段，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

一般情况下，家庭结构处于完整状态，此时出现的亲

子冲突是引起青少年负面心理出现的主要原因。而一

旦出现父母长期外出的特殊情况，亲子关系处于事实

性断裂的状态，这构成了对青少年正常心理的另一种

破坏性因素［14］。因此，对于生活在不完整家庭结构

的青少年而言，父母参与是造成其心理健康变化的重

要原因。

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属于家庭教养

行为的范畴，通常是指父母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到子女

的日常生活并给予资源投入，以便在最大程度上促进

子女的身心发展［15］。大量文献证实了父母参与对子女

健康发展的密切关系。国外研究者发现，父母为子女

提供更多的照顾和关爱，增加互动和交流的频率，并

且更加公开地表达情感，可以使子女感受到更少的痛

苦感、更高的幸福感和更多的社会支持［16］［17］。而在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在成年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

动的过程中开始瓦解，对子女的双亲监护逐渐被单

亲或隔代监护取代，由此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留守儿

童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父母长期外出导致

留守儿童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包括对学校的心理

适应变差［18］、自信心不足［19］、孤独感较强［20］以

及社交焦虑等［21］。

总体而言，学术界已对留守经历对儿童成长的负

面影响达成了共识，但在关于心理健康问题上仍存在

一些不足。第一，现有文献主要是通过比较研究来显

示留守经历与非留守经历的效应差异，但针对留守儿

童所选取的对照组主要是农村的非留守儿童，对随迁

儿童的关注度不够。即使有研究证实了留守儿童在社

会适应能力上弱于随迁儿童，但单一指标很难完全反

映心理健康的整体情况。事实上，随迁子女与留守子

女在前期生活经历、家庭经济情况上是高度相似的，

但在家庭结构完整性上的差异巨大，这能够凸显父母

参与对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解释效果，因而双方更

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第二，现有研究对父母参与这

一解释机制的操作化并不精确，仅以父母是否外出务

工作为测量指标，有必要根据父母参与的概念内涵来

设置相应的指标。第三，以往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主要来自对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的调查项目，具有

样本规模小且对全国的代表性不足等弱点，这使其结

论的推论价值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与现有的研究结论

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即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

随迁子女，本文强调父母参与是双方心理健康差距形

成的核心机制。因此，可以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1a：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低于农民工随

迁子女

假设1b：父母参与可以解释这一组儿童之间的心

理健康差距

3. 学校融入与“随迁—本地”两类儿童的心理

健康差距

举家外出是当前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另一种模

式。由于随迁子女的家庭结构处于基本完整的状态，

其与父母的日常性互动能够维持在较高的频率和质

量，也即父母参与的效用可以得到一定保证，因而在

诸多成长指标上都明显优于留守儿童。但在流入地的

城市地区，户籍制度形成了新的二元分割体制，使成

年农民工和随迁子女均面临严重的社会融入问题。但

与成年农民工需要首先考虑缩小工资差距的问题不

同，对随迁子女影响更大的则是获得受教育权利以及

学校融入问题。随迁子女在城市地区的活动主要围绕

学校展开，但户籍制度以及教育成本设置了很高的入

学“门槛”，造成该群体的失学率高于全国同年龄段

的平均水平［22］。即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就读，进入公

立学校的概率显著低于本地儿童［23］。

随着近年来一系列旨在增进随迁子女异地入学权

利的政策的实施，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得到很大

的改善。然而，随迁子女融入学校的同辈关系网络面

临着更大的难题，在学校中很难与本地学生建立起

持久的互动关系。以武汉市为例，钟涨宝和陶琴发

现，农民工子女对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高于本地学生

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距离，主要原因是随迁子

女对城市的认同感较弱以及自我意识偏低［24］。汪长

明指出，由于流动儿童在适应城市性文化的过程中存

在诸多困难，会强化在主观上“他者”的身份认知，

因而对农民工子女的好感和认同更强。而本地学生也

会因经济地位的优越感和“陌生人”心理而疏离随迁

子女。更为严重的是，学校融入的困境显著降低了随

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25］。针对上海市农民工子女

的研究表明，有相当高比例的随迁子女患有焦虑、抑

郁等心理症状，而这些问题又与同学关系的不和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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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切联系［26］。刘庆对武汉市4～9年级的随迁子女

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在学校和社会的融入感知，孤

独、抑郁以及被歧视等消极心理非常明显［27］。

虽然基于若干城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学校融入与

心理健康存在紧密关联的证据，但仍需要通过分析全

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来检验上述发现的推论意义。另

外，由于随迁子女和本地儿童的显著差别体现在各自

与学校的同辈群体的交往关系上，因而选择二者作为

比较对象能够凸显心理健康变化过程中的学校融入机

制，这也正是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方面。据此，可以

提出另外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2a：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市

民子女

假设2b：学校融入可以解释这一组儿童之间的心

理健康差距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负责并组

织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在2013—2014年收集的样本。

此次调查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

层变量，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进

行抽样，该数据不仅包含学生个体的信息，还涉及家

庭、学校、社区等多层次信息，能够较好地保证实证

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

值后，最终获得的初中生样本规模是11548。其中，

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及市民子女的数量

分别为2348、2056和7144。
2. 变量说明

（1）因变量

因变量是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其在CEPS问
卷中由下列5个题项来测量，即询问受访者“在过去

的7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抑郁”“不

快乐”“生活没有意思”“悲伤”。原始的答案赋值方

式是：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
在进行正向赋值的基础上，我们将这些定序变量调整

为取值范围是［0，1］的定距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

构建了两个综合性指标。首先，参考姚远和张顺的方

法［29］，将这 5 道题加总求平均值，再乘以100，最终

获得一个取值为［0，100］的连续变量。其次，针对

5个单项指标，我们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s）并采用最大方差方法（orthogonal 

varimax）进行旋转。KMO（Kaiser—Meyer—Olkin）
检验的结果显示，针对5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所得到

的KMO值为0.861，大于0.6的界限值，表示该变量适

合做因子分析。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Chi2值很大，

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拒绝指标与公因子

之间不相关的原假设。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我

们从5个指标中提取了1个公因子。另外，克朗巴哈系

数（Cronbach’s）为0.857，说明该公因子所包含的指

标对其有很好的信度。

表1：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载荷 3.204

沮丧 0.813

抑郁 0.820

不快乐 0.826 

生活没有意思 0.736

悲伤 0.804

特征值 3.204

贡献率 0.641  

累计贡献率 0.641  

KMO检验 0.861

Bartlett球形检验 Chi2= 39523.306，p= 0.000

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s）

0.857

（2）自变量

儿童类型（三分类）。CEPS调查从户口性质、户

口登记地以及是否与父母同住这三个维度将初中生划

分为五类，分别是：非农本地父母都在家、非农本地

父母不全在家、农业流动父母都在家、农业流动父母

不全在家、农业本地父母不全在家。据此可以构建

“儿童类型（三分类）”这一自变量，其操作化方式

是：将第五类学生视为农村留守儿童，将第三、四类

学生视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将第一、二类学生视为市

民子女，分别编码为0、1、2。
此外，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比较农村留守儿童与

农民工随迁子女、市民子女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两组

儿童各自的心理健康差距及其作用机制，因而需要构

建可以区分出每一组儿童的自变量。一是农村儿童

的流动状态。如果儿童留守在农村，编码为0；反之，

儿童与父母随迁到城镇则编码为1。二是城镇儿童的

户籍身份。如果儿童拥有农业户口，编码为0，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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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群体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相反如果拥有非农户口，

则编码为1，意味着这一类儿童是市民子女。

（3）中介变量

父母参与。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还是随迁子女的

父母在教养方式上主要是以日常性照顾为主，而认知

启发和情感交流上有所不足。考虑到这一情况，基

于Grolnick and Slowiaczek（1994）提出的“行为—认

知—情感”三层次参与模型［30］，本文构建了三个测

量指标。“行为参与”涉及4个题项，分别是父母和孩

子一同吃晚饭、读书、看电视和做运动的频率。答案

赋值方式是：0=从未做过，1=每年一次，2=每半年

一次，3=每个月一次，4=每周一次，5=每周一次以上。

四题分值加总即为该维度得分。

“认知参与”涉及三类问题。一是“你父母是否

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具体讨论问题包括学校发生

的事情；你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

事或烦恼）？”。受访者需要针对父亲和母亲两种角色

分别作答，选项有“从不”“偶尔”“经常”三项，分

别赋值为0、1、2。其余两类两题分别为父母和孩子

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以

及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0=
从未做过，1=每年一次，2=每半年一次，3=每个月

一次，4=每周一次，5=每周一次以上）。将测量认知

参与变量的12道问题的得分加总即为该维度得分。

“情感参与”主要考察青少年自身对父母的积极

感受，涉及7个题项。前两道问题是询问青少年对父

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评价，答案的赋值方式是：0=
不亲近，1=一般，2=很亲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青

少年的父母对其未来的信心，选项是：0=根本没有

信心，1=不太有信心，2=比较有信心，3=很有信心。

最后三个题项是考察青少年在三种场景（想要聊天/
遇到麻烦/需要帮忙）中会首先寻找哪种人作为求助

对象，提供的选项有：同学和朋友、父母、亲戚、老

师、没人可找。如果受访者的回答中出现一次“父

母”即计1分。将上述7个问题的得分加总即为情感参

与维度的得分。

学校融入程度。CEPS询问了受访者在本地的五

个好朋友的数量以及他们是否为同校的情况。据此，

我们以受访学生的同校好朋友占其全部好友比例来测

量。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青少年与学校的同辈群

体的交往越密切。

（4）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涉及学生个体、学生父母

以及学校三个层次。学生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

（0=女性，1=男性）、年龄、独生子女（0=是，1=否）、

所在年级（0=七年级，1=九年级）、对未来的信心、

与母亲的关系（0=不亲近，1=一般，2=很亲近）。父

母特征变量包括：父辈受教育水平、自评家庭经济状

况（取值范围是［0，4］）。学校特征变量包括：学

校类型（0=公立学校，1=民办公助学校，2=普通民

办学校，3=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校排名（0=最差，

1=中下，2=中间，3=中上，4=最好）。

本文分别针对“留守—随迁”“随迁—本地”两

组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了均值差异检验。留守儿

童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随迁儿童，并且二者

的差距在四项单项指标上也是显著的。另一方面，随

迁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镇本地儿童。虽然这一

差异并不在统计上显著，但很可能是由于未考虑其他

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所造成的。接下来，

我们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学生的流动状态和

户籍身份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并且结合倾向值匹

配方法获得更可靠的因果关系。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在模型1和模型2中，因变量分别是根据均值法和

因子分析法计算的心理健康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儿

童流动状态变量的系数分别是-1.624和-0.081，且均

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水平低于随迁儿童。此外，我们比较了农民工随迁

子女与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其结果由模型3和
模型4所估计。结果显示，户籍身份变量的系数分别

为-0.930和-0.047，且都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随迁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城镇本地儿童。在

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部分，我们发现了农村留守儿

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这三类儿童的心理健

康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这里的回归分析结

果从群体比较的角度展示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这

体现在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以及农

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之间。假设1a和假设2a得到

验证。

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值得关注。在学生

个体层面，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都不会显著影响儿

童的心理健康状态。但年龄越小，儿童的心理健康水

平越低。而且，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以及和母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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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也会使儿童的心理健康变差。父母特征变量对

子女健康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即使父辈拥有高

学历，并不一定会对子女的心理健康产生促进作用。

但另一方面，家长自评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子女的

心理健康状况越佳。这一发现与姚远和张顺（2016）
的研究是一致的，表明学生对自身心理状况的评价与

通过主观自评方式确定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联系更

为紧密。在学校层面，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学校的

排名并无显著的关系，但会受到学校性质的影响，也

即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就

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2. 中介机制检验

（1）“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的中介效应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留守—随迁”和“随迁—本

地”两个比较组是否分别存在“父母参与”和“学校

融入”两个影响机制进行验证。关于中介机制检验，

我们首先借鉴了Baron and Kenny所设计的经典方法，

基本原理是：以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具有统计

上的显著作用作为前提，机制变量Z一方面显著受到

变量X的影响，同时对变量Y具有明显作用［31］。据

此，针对“流动状态—父母参与—心理健康水平”这

一因果链的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将心理健康水平

对流动状态进行回归。第二步，将三个维度的父母参

与变量（行为、情感和认知）对流动状态进行回归。

若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表明父母参与机制是受到学生

的流动状态影响的。第三步，将心理健康水平对流动

状态和测量父母参与的变量进行回归。将这一步所得

到的流动状态变量的系数与该变量在第一步中的系数

进行比较。如果系数不显著或者显著但系数绝对值下

降，则可以证明农村儿童的流动状态是通过父母参与

机制导致心理健康水平出现差距的。此外，上述思路

也被用于“户籍身份—学校参与—心理健康水平”因

果链的检验中。

表3汇报了针对“留守—随迁”两类儿童来检验

父母参与机制的回归结果。M3、M5和M7的结果显

示，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这三个中介变量

能够显著提高心理健康。同时，在三个模型中，流动

状态变量的系数值或显著性相比于M1中的情况出现

明显的下降。根据检验中介效应存在的标准，可以初

步判定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父母参与程

度上的差别会导致二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出现差距。另

外，针对“随迁—本地”两类儿童检验学校融入机制

的结果被展现在表4中。M3的结果显示，同校好朋友

表2：农村儿童的流动状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结果

心理健康
（均值）

心理健康
（因子）

心理健康
（均值）

心理健康
（因子）

M1 M2 M3 M4

流动状态（1=

留守）
-1.624*** -0.081***

（0.626） （0.0305）

户籍身份（1=

是）
-0.930* -0.047*

（0.564）（0.0275）

年龄 -0.551* -0.027* -0.679** -0.033**

（0.314） （0.015）（0.266）（0.013）

对未来的信心 6.730*** 0.324*** 7.675*** 0.372***

（0.463） （0.023）（0.366）（0.018）

与母亲关系

（0=不亲近）

一般 7.654*** 0.371*** 8.794*** 0.427***

（1.880） （0.092）（1.927）（0.094）

很亲近 13.050*** 0.632*** 15.53*** 0.752***

（1.826） （0.090）（1.893）（0.092）

父辈教育程度 0.183 0.009 -0.236*** -0.012***

（0.141） （0.007）（0.084）（0.004）

自评家庭经济

地位
1.592*** 0.077*** 1.817*** 0.089***

（0.497） （0.024）（0.437）（0.021）

学校类型（0=

公立）

民办公助 -3.690 -0.178 -1.845 -0.089

（4.146） （0.200）（3.407）（0.165）

民办 -0.586 -0.031 -2.074* -0.105*

（1.045） （0.051）（1.152）（0.056）

民办打工子弟 -3.790** -0.184** -2.917* -0.141*

（1.816） （0.088）（1.720）（0.084）

常数项 51.570*** -1.029*** 53.430*** -0.939***

（5.477） （0.267）（4.604）（0.224）

样本量 4235 4235 8936 8936

R2 0.116 0.115 0.125 0.124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p < 0.05，**p < 0.01，
***p < 0.001。（3）因篇幅所限，表中只显示检验显著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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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儿童的朋友网越依赖

于本校，越可能产生积极的心理状态。同时，M3中
的户籍身份变量系数相比于M1的情况不仅出现了数

值上的下降，而且不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学校融

入是造成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

存在高度差别的重要原因。

表3：关于父母参与的中介机制检验（留守vs.随迁）

因变量
自变量

心理健康 行为参与 心理健康 情感参与 心理健康 认知参与 心理健康

M1 M2 M3 M4 M5 M6 M7

流动状态（1=
留守）

-1.624*** -3.068*** -0.744 -0.111*** -1.529** -1.354*** -1.490**

行为参与 0.294***

情感参与 2.413***

认知参与 0.3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1.57*** 7.829*** 49.70*** 1.760*** 47.90*** 1.437 47.50***

样本量 4235 4254 4110 4326 4172 3831 3708

R2 0.116 0.213 0.121 0.552 0.140 0.204 0.134

注：（1）*p < 0.10，**p < 0.05，***p < 0.01；（2）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性别、学生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所在年级、对未来的信心、

与母亲的关系、父辈教育程度、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学校类型、学校排名。

表4：关于学校融入的中介机制检验（随迁vs. 

本地）

         因变量
自变量

心理健康
同校好朋友

比例
心理健康

M1 M2 M3

城镇户口
（1=是）

-0.930* 0.0509*** -0.358

同校好朋友
比例

0.6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53.43*** 1.125*** 48.92***

样本量 8936 6710 6527

R2 0.125 0.024 0.138

注：（1）*p < 0.10，**p < 0.05，***p < 0.01；（2）纳入的控

制变量与表3相同。

（2）流动状态的影响效应

接着，我们采用KHB方法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

行了分解。模型设定步骤如下：简化模型（Reduced 
Model）纳入了自变量和其他的控制变量，检验的

是流动状态或户籍身份对因变量的总效应（ to ta l 

effect）。完全模型（Full Model）进一步加入中介变

量，展示的是核心自变量的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
这样，总效应与直接效应的差值就是核心自变量的间

接效应（indirect），也即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对于“留守—随迁”两类儿童而言，当同时纳入

了表示父母参与机制的三个中介变量后，核心自变

量（流动状态）的直接效应大幅下降，从而产生了较

大的间接效应，其对总效应的贡献率达到了42.09%。

这意味着父母参与机制确实在农村儿童的流动状态造

成心理健康出现差距的因果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Panel B则展示了对中介效应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到，

行为参与在总中介效应的贡献接近一半（47.76%），

而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的贡献率较为接近，分别为

25.58%和26.67%。这表明父母参与机制的作用主要

是通过行为参与来体现的。另外，在“随迁—本地”

儿童组中，当加入了同校好朋友比例变量后，核心自

变量（户籍身份）的直接效应的下降幅度也非常明

显，由此产生的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31.04%，这

再次证实了关于学校融入会导致随迁儿童的心理健康

水平低于城镇本地儿童的结论。这样，假设1b和假设

2b被充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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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基于 KHB方法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 vs. 农民工随迁子女 农民工随迁子女 vs. 市民子女

Panel A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贡

献率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贡
献率

-1.861*** -1.078 -0.783*** 42.09 % -0.851 -1.116 0.264*** -31.04%

Panel B

行为参与 情感参与 认知参与 同校好朋友比例

各自效应 -0.374 -0.200 -0.209 各自效应 0.264

各自贡献率 47.76% 25.58%   26.67% 各自贡献率 -31.0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 流动状态的内生性检验

关于农村儿童流动状态的文献强调要重视以样本

选择偏差为代表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农村儿童而言，

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跟随父母迁移到城市，决定这两

种状态的过程并不是随机的。因为父母会根据家庭的

经济条件以及子女的身体状况来决定是否携带子女流

动到城市，这使得留守儿童与随迁儿童在诸多方面存

在很大的差异。相比之下，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中的随迁儿童与城镇本地儿童的差别就表现得更加

凸出。因此，如果直接考察流动状态或户籍身份对儿

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就会由于样本的选择问题导致基

于OLS方法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

为此，我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的基本思想

是通过控制变量计算的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
来找到与处理组（Treatment Group，TG）相似的控制

组（Control Group，CG），使得两组样本在各方面特征

不具有显著差异。在本研究中，对于“留守—随迁”

两类儿童而言，处理组是留守儿童，控制组是随迁儿

童。对于“随迁—本地”两类儿童而言，处理组是随

迁儿童，控制组是本地儿童。首先，使用 Logit 模型对

匹配变量进行筛选，参与筛选的匹配变量为本文回归

模型中出现的所有控制变量。其次，基于 Logit 模型

的拟合值计算出相应的倾向得分值对处理组和控制组

进行匹配，匹配方法包括最近邻元匹配、半径匹配、

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local 
linear regression matching）。最后，我们采用“处理组

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来估计自变量的效应。

表6是使用四种匹配方法得到的ATT结果，其中

标准误估计结果是通过自助法（bootstrap）进行200
次检验所得。结果显示，ATT都是显著为负的。这表

明儿童的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儿

童之间出现心理健康的差距。具体而言，农村留守儿

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农民工随迁子女低1.520～2.738，
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市民子女低

2.302～3.345。因此，在最大程度上控制了样本选择

偏误带来的影响后，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对儿童的心

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仍然是非常稳健的。

表6：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

响（ATT）

匹配方法
留守（处理组）vs. 

随迁（控制组）
随迁（处理组）

vs. 本地（控制组）

最近邻元匹配 -2.738（0.975）** -2.607（1.088）**

半径匹配 -1.803（0.750）*** -2.302（1.422）

核匹配 -1.520（0.683）*** -2.557（1.005）**

局部线性回归
匹配

-1.559（0.880）* -3.345（1.802）*

注：括号内为基于bootstrap200次方法获得的标准误差；在

最近邻元匹配中邻元数为1；半径匹配中半径设定为0.0008；核匹

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的宽带分别为默认宽带0.06、0.8；*、**、

***分别代表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两个维度，当代中国

的儿童可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类群体：农村留守

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本文主要讨论

了“农村留守儿童vs.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农民工

随迁子女vs.市民子女”两个比较组的心理健康差距

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强调社会支持逻辑的人际关系理

论，我们提出了由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两个机制构建

的解释框架。根据所利用的CEPS（2013—2014）调



中国青年研究 03/2020
47

Shi Zheng Diao Yan
实 证 调 研

查数据的样本特点，我们将分析对象聚焦于既有文献

较少涉及的初中生群体，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后获得了

三个研究发现：第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明显低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并且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

理健康水平低于市民子女。也就是说，这三类儿童的

心理健康水平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形态。

第二，父母的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均可以

有效解释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之间形成的心理健康差

异，但行为参与的作用更强。第三，学校融入程度低

是造成农村随迁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镇本地儿

童的重要原因。

上述结果表明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分别是“留

守—随迁”和“随迁—本地”两组儿童出现心理健康

差距的机制之一。当前，留守子女问题已经引起了中

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年，民政部、教育部、公安

部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排查，明确指

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通过积极落实

临时监护和防止辍学的责任等应对方法。但正如本研

究发现的，父母参与的不足甚至缺失，是诱发留守子

女负面心理的重要原因，父母在家庭监护中的重要性

远非隔代亲属以及非亲属的监督所能替代的。非父母

监护固然能够解决某些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的问题并切

实保护人身安全，但并不能产生针对心理健康的防御

和保护机制，也就无法杜绝留守子女失范行为的心理

根源，难以保证其健康成长的持续性。因此，在现阶

段城市化趋势不可扭转的情况下，跟随父母一同流动

到城市无疑是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途

径。然而，实现这一过程又需要诸多的辅助条件，包

括在制度和政策上降低农村家庭的流动成本，改善在

流入地的生活水平，以及为子女提供融入条件等。

另一方面，即使农村儿童从留守改变为随迁状

态，其与父母联系的增强将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

平，但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仍会因在融入学校过程中受

到阻碍而产生负面的自我心理评价。这种在学校场域

中所体现的文化和心理融入困境，除了与外地学生和

本地学生因长期地域隔离而造成的生活经历、生活方

式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户

籍制度导致的身份歧视以及家庭经济地位的巨大差

距。因此，如果要破除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本地甚至是

本校的市民子女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藩篱”，关键

在于解除户籍制度施加在前者身上的身份束缚，提高

其父母的经济融入程度，稳步推进农民工家庭向城市

社会的融入过程。总之，户籍制度的放松对于农民工

父母监护留守子女，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构建学校内

的关系网络，并最终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都具有积极

意义。因此，在政策层面，户籍制度需要针对农村人

口的流动模式以及融入状况进行灵活性调整，这对于

阻断制度、经济和健康等多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效应

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才能为推进中国城市化高质量发

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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